
1944-1945年广东军政关系再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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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944—1945年间，随着战争的持续进行，围绕地方财政权的争夺和地方 

武装力量的统辖问题，余汉谋的第七战区和李汉魂的广东省政府之间持续杯葛，军政对立 

日趋严重，并最终以李汉魂的黯然下台而告终。相较于他省省主席委曲求全或更动频繁, 

战时李汉魂主政下的广东省府，能与军方对抗数年，在抗战时期军、政分治的省份中实不 

多见，这与李汉魂的军人出身密不可分，背后更夹杂着粤军内部多年来的恩怨纠葛与军系 

壁垒。

关键词军政关系广东省政府第七战区李汉魂余汉谋

1944年夏，日军为从中国战场寻求突破,发动旨在打通陆上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1945年1 
月，日军从南北两面夹击广东战时省会韶关,23日，韶关沦陷。大敌当前，军、政高层却各避一方, 

第七战区司令余汉谋率部退守江西龙南，而广东省政府则撤往粤东龙川。5月底，日军攻入河源, 

余汉谋下令“各机关除留必要人员看守外，一律于世（31日）前彻底疏散完毕”。然军方此决定，事 

前却并未告知省府。①8月8日，日本甫一宣布投降，李汉魂旋即致电蒋介石:“敬恳俯赐察纳，准 

予解除现职”②，力辞广东省主席。13日，广东省政府改组，罗卓英继任广东省主席,李汉魂调任第 

三战区副司令长官。

此时，距1939年1月李汉魂主粤已将近7年，抗战行将胜利之时，李汉魂为何要主动辞去 

政职？他与时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的余汉谋，有着怎样的矛盾纠葛？对这一问题，已有学者做 

过专门研究，其中代表作是郑泽隆的《军人从政——抗日战争时期的李汉魂》。该书对军余、政 

李格局的形成及其矛盾的加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③，但受资料开放程度所限（尤其是余汉谋的 

资料），无从展现抗战后期广东军政对立的历史细节,相关人物关系、历史事件也尚有待进一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华南抗战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16ZDA137）的阶段性成果。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 

所苏圣雄老师对本文的资料收集多有帮助，谨致谢忱。也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

① 《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电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1945年6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50005/ 

00001/0070

② 《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电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1945年8月13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32220/ 

00012/0030

③ 郑泽隆:《军人从政——抗日战争时期的李汉魂》，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此外较为重要的论著有:左双文《蒋介石 

与华南抗战》，《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6期；《抗战史事的“自述”与"他述”——以战时粤系军人相关的几则史事为例》，《学术研 

究》2017年第2期；《华南抗战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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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清。有鉴于此，本文拟利用台北“国史馆”所藏档案、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骅档案及 

蒋介石日记等资料，重新梳理抗战后期特别是1944—1945年间广东军政对立的相关史实，呈 

现其时广东政坛权力斗争的复杂面相，并试图揭示战时广东军政矛盾较之他省特殊之处的原 

因所在。

一、粤军内部“派系化”特征

粤军脱胎于邓铿所创建的粤军第一师,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以粤军第一师为 

主，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四军。①此后伴随着部队持续的整编与扩充，团体派系潜滋暗生。经历北伐 

后，粤军分化为陈铭枢、陈济棠、张发奎三大派系。②这其中尤以张发奎、陈济棠两大派系暗斗甚 

烈,张发奎系内部，常以“陈瘟猪”代称陈济棠。而战时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的余汉谋与广东省主 

席的李汉魂即分属陈、张两派。余汉谋自1923年入粤军后，一直在陈济棠手下任职③，而李汉魂自 

1926年加入第四军后，长期追随张发奎。④1931年后，李、余虽同在陈济棠手下任职，但在张发奎 

看来:“他俩从未融洽相处过o ”⑤

这一时期，粤军内部团体的分化还与陈济棠对军内派系所采取的制衡策略有关。1927年后, 

张发奎在一系列反蒋、讨粤斗争中失势，陈济棠遂招揽张旧部缪培南、李汉魂、邓龙光等，委以重任, 

这令陈手下愤愤不平，为其集团内部争斗埋下了伏笔。⑥关于其时内部冲突情形，据1932年9月 

的一份情报显示:“（一）自陈济棠起用缪培南等后,粤高级将领即分新旧两派,旧派对陈颇感不满; 

（二）新派将领缪培南、李汉魂、邓龙光等属之，旧派将领香翰屏、李扬敬等属之;（三）新旧两派积不 

相能，倾轧甚烈。”⑦

迨1936年两广事变爆发，陈济棠被迫下野，余汉谋掌握广东军权后，此种内部分化仍在延续。 

据报人陶菊隐的观察，第四军内“其间分门别类，有所谓客家系，以李振球、李洁之（广州公安局长） 

昆仲为骨干，辅以黄涛、莫希德、张瑞贵等师，并有八大金刚之称。次为西江系,余汉谋为首领，陈 

章、叶肇两师属焉。再次为旧四军系（一名高州系），主角缪培南，下有邓龙光、李汉魂等部”。⑧全 

面抗战爆发后，余汉谋先后调李汉魂、邓龙光等非嫡系部队北上抗日，并令李汉魂部归叶肇指挥，引 

发旧四军系强烈不满⑨，李认为叶肇“实无领导的资格”。⑩

1938年底，蒋介石调张发奎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但张对此并不欲受。因张深知“余汉谋不会 

服从我。他向中央提议让我南下，只是因为他反对薛岳、利用我而已”。⑪到韶关后,张发奎不得不

① 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粤军史实纪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1页。

② 吴振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系意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版，第84页。

③ 黄仲文编纂:《民国余上将汉谋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9页。

④ 王杰、梁川主编：《枕上梦回——李汉魂吴菊芳伉俪自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页。

⑤ 张发奎口述，夏莲瑛访谈、记录，胡志伟翻译、校注：《张发奎口述自传——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回忆录》，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2年版，第204页。

⑥ 肖自力：《陈济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页。

⑦ 《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呈关于陈济棠第一集团军各军师旅团编制职名与驻地调查表并分析其军政党务方面情形＞（1932年 

9月1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101/00032/004 o

⑧ 《粤桂将领素描》，陶菊隐:《近代轶闻》，中华书局1945年版，第89页。

⑨ 《戴笠呈蒋中正）（1938年8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511/039 o

⑩ 朱振声编纂:《李汉魂将军日记》上集第1册，香港，联艺印刷有限公司1975年版，第145页。

⑪《张发奎口述自传》，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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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蒋派员来重组党政军机关，并分割各自权责。①即便如此，张氏仍处处受到余汉谋掣肘,军权实 

际掌握在余汉谋手中。据张发奎回忆:“我想调动一些不称职的师长与其他军官,但余汉谋不同 

意。除了四战区的部队，我不能调查属于我管辖的部队之内部事务。在赏罚方面，我没有发言权。 

另一个例子是，余汉谋统率的第十二集团军是唯一配置宪兵团的集团军。这个宪兵团成立于陈济 

棠时代，理应撤销，因为中央的组织系统表上规定宪兵团必须宜属于中央。譬如，广西已经废除它 

的宪兵团,把它改隶中央。可余汉谋不守规矩,蒋先生允许他自把自为。”余汉谋更是对张发奎借 

助陈诚，从其手中拿走六十五军归吴奇伟指挥颇为不满。②

双方积不相容，张发奎遂萌去志。1939年9月，他致电蒋介石表示，“粤省人事复杂，党务 

政治均难离开现实环境,按照理想彻底刷新。职隶军籍，党务政治向少参与，况本性疏略，责以 

应付复杂环境，实非所宜”，请求辞去战区长官，委余汉谋任之。③1940年1月，蒋介石将张发 

奎第四战区的管辖区域调整为广西地区，另成立由余汉谋任司令的第七战区负责广东，邓龙光 

部六十四军也移驻广西，广东旧四军势力只剩李汉魂部。李可引为奥援的力量大为减弱，在粤 

军内部多年来恩怨纠葛的层累叠加下，李汉魂与余汉谋之间横亘军系壁垒，军政分歧终不可 

避免。

二、军政争夺地方财政权

战时地方军政对立的起因之一，即军政双方对地方财政权的争夺。财权之所以为军政两方 

所重视，因其为养军之资源、省政之支柱,亦为扩张实力的凭借。尤其是在广东最为富庶的珠三 

角地区沦为敌手、财源大幅减少的情况下,其重要性更为凸显。在此情形下，广东省银行（以下简 

称“省行”）成为军政攘夺的焦点。“金融为经济活动之枢纽,亦为庶政之基石”④，作为广东省内 

唯一的地方金融机构，省行地位举足轻重，因而行长一职历来为各方所看重。加之“广东向为多 

事之区,政局极为动荡。民元以来，主管迭更,彼争此夺”，而省行“挟处其间,应付极为不易,以致 

总副行长之更调,年或数次”。⑤省行行长成为军政双方争夺的目标,省行亦成为各方炫技的竞 

技场。

1944年政李、军余围绕省行之间的较量，还要从4年前的人事更迭开始追溯。1940年9月，受 

省财政厅捐税科科长李云良营私舞弊案牵连⑥,时任财政厅厅长兼省行行长的顾翊群迫于省府压  

力，不得不去职赴渝。顾去职后，继任行长一事顿成焦点。关于继任人选，余汉谋主张应由副行长 

云照坤继任。云照坤别名云炳乾,籍贯海南琼州，其父云瀛桥原为余汉谋手下一师长。据时人回 

忆，云瀛桥临死前将云照坤托付给余，故余才保举云照坤为省行副行长。⑦值得注意的是，顾翊群 

也深知云与余之间的勾连，加之云乃顾的清华同窗，因此顾去职后，也曾向“重庆政府密保以省行

① 《张发奎日记》（手稿）,1939年1月2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藏。

② 《张发奎口述自传》，第203,201页。

③ 《张发奎呈蒋中正请准辞战区长官｝ （1939年9月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517/ 

045。

④ 云照坤：《抗战四年来之广东银 ——二十七年至三十年》，《金融知识》第1卷第6期，1942年11月，第46页。

⑤ 宗达:《庞大的广东省圣艮行》，《省行通讯》第3卷第3期，1948年8月1日，第10页。

⑥ 《广东财务人员上下勾结植党营私电文摘录及戴笠呈蒋中正李云良报告营私舞弊案）（1941年5月26日），台北，“国史 

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109/00020/006。

⑦ 区宗华:《抗战时的广东省银行》，广东省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4卷,广东人民出版 

社2005年版，第6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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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行长云照坤升任行长”①,此举有可能是顾希望通过示好余汉谋,以打乱省府的人事企图。

李汉魂使尽浑身解数才将顾驱走,在戴笠看来,“李主席对顾厅长之不满,且必欲去之者,实不 

仅人事问题,而其真实动机，谅在于掌握财厅，取得省银行，与间接取得缉私力量，实为其主因”②, 

因而李不可能放手再让军方势力把持，故力推其亲信张导民任省行行长，以达到掌控广东财政大权 

的目的。围绕行长继任人选，军政两方意见相左，僵持不下。最后，双方达成折中办法，即云照坤以 

“代理名义”暂代行长，李之亲信曾晓峰、杜之英为副行长。③省行行长继任人选一事暂告一段落, 

但军政之间围绕省行的摩擦并未平息,此后军政围绕省行问题频发冲突。

省府掌控省行愿望受挫,李汉魂以其军人性格,不愿就此善罢甘休,时思对云照坤多方掣肘。 

他一方面调荐大量亲信进入省行,以便随时掌控内部情况④;另一方面鉴于“省行较重大之事须取 

决于董事会议”,便安插郑丰（省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张导民等省府势力进入省行董事会,以此 

攘夺省行控制权,架空云照坤。⑤云恃有军方做后台,也在省行暗中树植个人根基,“凡李汉魂推荐 

一个人来,他也派一个自己的人进省行，两人互相竞派,使得当时省行的人数，比过去什么时候都 

多”。⑥来自军统的情报显示:“（云用人）偏重其琼崖同乡,据报在其省行内外职员中，姓云者竟达 

百人之多。”⑦他还试图撤换省行总秘书杜梅和，以心腹张葆恒代之，因李汉魂的坚决反对才未能 

如愿。⑧

云照坤背地还击的做法,无疑加重了业已存在的矛盾，李汉魂志在“驱云”，云不走，省府掌控 

省行目的就无法达到。1944年3月，省行董事郑丰、赖武、冯次淇三人，以“滥用职权、擅用国库公 

款,从事舞弊”等项罪名，联名将云照坤告上省府,要求将其惩办，以肃法纪。李汉魂遂以之为契 

机,一方面手令省行董事叶青等,搜集证据，呈送审核;另一方面则令云照坤辞去本职,等候查办。⑨

自李汉魂主粤后,“无时不图掌控省银行”，但省行先有顾翊群,后有云照坤把持,致使省府无 

法有效掌控，因此,云照坤被撤换,实是“驱顾”一事的延续，戴笠就认为:李“过去之攻击顾翊群,此 

次之撤换云照坤，无非欲造成掌握省行、囊括省行之企图也”。⑩省府做法无异于打了军方一记耳 

光，但云被省行董事联名检举（罪状最后被坐实），也使得余汉谋处理此事颇感为难。如果力挺云, 

则有与云共谋的嫌疑，有损自身威信。对此，余汉谋只能隐忍不发,同时谋求控制继任行长人选,以 

反击李汉魂的“驱云”之举。

最初,李汉魂有意从其省府亲信郑丰、胡铭藻、叶青三人中，选取一人（更倾向胡）作为继任人

① 郑兆松:《关于顾翊群》，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4, “经济金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第35页。

② 《广东财务人员上下勾结植党营私电文摘录及戴笠呈蒋中正李云良报告营私舞弊案）（1941年5月26日），台北，“国史 

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109/00020/006。

③ 1944年，戴笠曾向蒋介石汇报:“云照坤若非中央予以支持，早已无法应付。”参见《戴笠电毛人凤转蒋中正查李汉魂余汉 

谋合作一事》（1944年，具体时间不详），台北，“国史馆”藏，戴笠史料,144/010104/0003/025；K宗华:《抗战时的广东省银行》，《广 

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4卷，第637—638页。

④ 区宗华:《前广东省银行经济研究室始末记》，《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4卷，第715页。

⑤ 《戴笠电毛人凤转蒋中正查李汉魂余汉谋合作一事》（1944年，具体时间不详），台北，“国史馆”藏，戴笠史料，144/ 

010104/0003/025o

⑥ 区宗华:《抗战时的广东省報•行》，《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4卷，第638页。

⑦ 《戴笠电毛人凤转蒋中正查李汉魂余汉谋合作一事》（1944年，具体时间不详），台北，"国史馆”藏，戴笠史料，144/ 

010104/0003/025o

⑧ 区宗华:《前广东省银行经济研究室始末记》，《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4卷，第715页。

⑨ 《前广东省银行行长云照坤舞弊案详情》，《针扌艮》第14期,1946年7月6日，第4页。

⑩ 《戴笠电毛人凤转蒋中正查李汉魂余汉谋合作一事》（1944年，具体时间不详），台北，"国史馆”藏，戴笠史料，144/ 

010104/0003/025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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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余汉谋表示同意，并决“择定一人向中央电保”。①不料,4月中旬余突然变卦，坚持由军中同袍 

胡继贤继任行长。余为何改变初衷，按照他后来的说法，此举纯为因事择人，在他看来省行乃金融 

枢纽,关系经济命脉,“行长、董事皆应慎选”,而“胡铭藻非经济人才,不若胡继贤为现代经济学者 

著有经验”。②

就事实来看,余汉谋所言并非敷衍之词。胡继贤曾任岭南大学商学院院长，“学识优于干才, 

待人接物，彬彬有礼，不失学者风度”。孙科也曾对之“甚加器重,陈伯南主粤政，曾以孙氏之推荐, 

出长建厅。解组后，仍任省委,老党员黄隆生氏逝世，省银行董事一席，胡氏被推继遗云”。③而胡 

铭藻则是行伍出身，纯粹军人，与李汉魂过从甚密,“昔于西北区绥署从今主席李（汉魂）公,忝参帷 

幄”。④李汉魂主粤后，胡铭藻又被其延揽为省府秘书长，成为李氏核心幕僚。胡缺乏经济学识，且 

并未涉猎过银行事务,却被李汉魂保荐为省行行长。

对于余汉谋出尔反尔的做法，李汉魂颇为不满，认为“此本省职权内事，原极简单，乃竟有此困 

难”，表示实“无法接受”，李遂决意“只有暂不处置，而再行考虑”。不过，李氏所采取的“冷处理” 

的策略，被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打乱节奏，因不愿再起纠纷,李汉魂决意迁就余。孰 

料就在此时，事情再起波折。1944年4月19日，中央审计部次长刘纪文来粤视察，李得知余未与 

省府相商,径直以军方名义电请财政部,提请胡继贤继任行长。余汉谋的这一行事方式令李汉魂内 

心异常愤怒，他在日记中写道:“今乃事前绝不相谋，便尔迳自进行，如此做法,不特孔（祥熙）极感 

不快,即明白事体者,亦多不谓然o ”⑤李决将此事再次搁置，军政分歧日益严重。

与此同时，云照坤也未坐以待毙，“在重庆四处活动以求留任，且以公款为送礼之具”。⑥而 

“在李之意认为云照坤非去不可”⑦,此种情形下,李只得以同余汉谋联名电呈孔祥熙的形式提议胡 

继贤任行长。4月28日，胡继贤继云照坤任省行行长。⑧值得玩味的是，行长继任人选虽依旧为军 

方掌控，但李又留了一手，他以“胡尚任职于审计部”为由，在省府撤换云照坤之命令中加上:在胡 

未到任之前，由其亲信、现任省行副行长曾晓峰代理行长等语。⑨至此，扰攘3个月的“省行风波” 

暂时平息。

然而,1944年4月省府虽违心地满足了军方在省行行长继任人选方面的要求，并不意味着 

“省行风波”的最终平息。一年之后的1945年2月，军方竟径直发布命令规定，严禁任何团体未 

经军方批准从省行借贷，又同时规定“今后本省所有征实、征借、赋存各粮食及国库省库收入款 

项，应悉数拨借为军粮、军费之用，非经长官部核准，不得擅行挪支”。军方此举严重藐视省府权 

威,无异于直接“接管”省行。李汉魂因此大受刺激,愤怒地向蒋介石控诉:“（军方此举）似此不

① 《戴笠电毛人凤转蒋中正查李汉魂余汉谋合作一事》（1944年，具体时间不详），台北，"国史馆”藏，戴笠史料，144/ 

010104/0003/025 ；王杰、梁川主编：《枕上梦回——李汉魂吴菊芳伉俪自传》，第88页。

② 《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1945年5月15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 

050005/00001/005o

③ 林霖:《胡继贤宣劳南路》，《天文台》第215期,1938年12月11日，第2页。

④ 胡铭藻:《二十八年秘书处经过概述》，《广东省政府公报》1940年元旦特刊，第23页。

⑤ 朱振声编纂:《李汉魂将军日记》上集第2册，第92T4页。

⑥ 王杰、梁川主编：《枕上梦回——李汉魂吴菊芳伉俪自传》，第88页。

⑦ 《戴笠电毛人凤转蒋中正查李汉魂余汉谋合作一事》（1944年，具体时间不详），台北，“国史馆”藏，戴笠史料，144/ 

010104/0003/025o

⑧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纂:《民国广东大事记》，1944年4月28日，羊城晚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738页。

⑨ 《戴笠电毛人凤转蒋中正查李汉魂余汉谋合作一事》（1944年，具体时间不详），台北，"国史馆”藏，戴笠史料，144/ 

010104/0003/025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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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职权割裂,业务停顿，即公教团警生活，亦将无着。”①军政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军政对立渐入 

高潮。

李汉魂的汇报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4月26日，蒋致电余汉谋，认为其做法有逾界之处，未合 

中央本意:“长官部近对省府职权时有干涉之事例……且电令省银行无论任何机关团体，非经长官 

部核准，不许借贷，似此情形,省府既不能行使职权，则中央即难再课省府以责任。中央虽规定战区 

长官得对区内之省府加以指导，然其目的全在使军政配合，戮力抗战大业個非以省府隶属于战区, 

则指导固自有应守之分际,一切省政范围内之用人行政，省府亦自有其应守之职责。”同时,要求他 

对李汉魂发扬同寅协恭之精神:“兄对于伯豪，亦惟有尽力扶持，开诚布公，予以匡教，俾能放手做 

事，整饬政治,组训民众，以协助军事，乃为最善之道。”②

收到蒋电，余汉谋认为省府对军方的指控是“远道传闻,或亦间有失实” o他遂向蒋详呈省行 

实情:“该行近年业务虽颇有起色，而其资金则多属人民存款，政府机关自不能藉为挹注,故年前各 

军官兵食不一饱,汉谋亦不敢提借分毫o而省政府年来已透支一亿三千余万元,今春曲江退守，该 

行损失既巨,业务骤停,总行存钞不及二千万元。若仍任各机关借口迁移，视同外府,该行资金可立 

而尽,人民血汗将归乌有。偶一挤提，战时金融即起恐慌，故下令限制各机关团体之借贷，藉免影响 

民生，以维地方之安定。”③余打着保障民生和维护地方稳定的旗号，说明限制省行向外再借贷的原 

因似也合情合理撚余视省府为战区直辖，通过直接发布命令的方式干涉省府职权，自然使李汉魂 

无法接受。

除汇报省行经营情形外,余汉谋还控诉省府施政不当，使省行成为省府压榨的工具:“最近又 

以备荒为名，令省银行四处搜集现钞,在平远、龙川、和平三县购谷二万担,原有基金未知用之何 

处。”“广东省银行资金原属人民血汗，而省政府先后提取一亿三千余万元。此次疏散，中央已给该 

府巨款，闻仍向该行挪用二三百万元”。④对于军方的指控,6月10日，李汉魂回函蒋介石，认为军 

方指责之词,纯属谣言诽谤,“或全非事实，或故张其词” o他辩解称:“省银行借款除一小部购粮建 

设等费由本府依法饬办者外，余均系该行与各机关就其工业立场自行订立契约,节经严限清借,现 

正赶办中。”⑤

军余、政李之间围绕省行问题,与蒋介石信电往还，互不相让,相互责难。可以说，李汉魂主粤 

的6年多中，因军方深度介入,省府始终并未切实掌控省行大权。直至广东政府行将改组之际，李 

汉魂仍对此事耿耿于怀,称“本府目下固已百孔千疮，然省行之不能配合省府,亦一主要原因”。⑥ 

在战时资源极度紧缺的情形下,省行关乎财权,其重要性自不待言,自然成为军政双方攘夺的焦点, 

而类似的情况，在军政围绕战时地方武装归属的较量中再度上演。

① 《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呈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1945年4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50005/ 

00001/0030

②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电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1945年4月26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 

050005/00001/0020

③ 《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1945年5月15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

050005/00001/005o

④ 《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1945年5月15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

050005/00001/005c

⑤ 《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电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1945年6月16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

050005/00001/008o

⑥ 朱振声编纂:《李汉魂将军日记》上集第2册，第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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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政争夺地方武装①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战争形势的加剧，对于广东地方政治、军事生态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随着第三十五集团军、第六十二军相继外调参加桂柳、长沙会战，至1944年夏，余汉谋所掌控的部 

队只有第六十三、六十五军及独立第九、二十旅,其实力较之第四路军时已大为削弱。②1945年1 
月韶关沦陷后，余汉谋率部退守江西龙南，处境则更为艰难,“广东全面沦陷，国民党统治区大大缩 

小……现在余汉谋的后方,已压缩到粤、赣、闽边一隅,蒋介石国民党断绝接济,只靠广东给养，因此 

余汉谋现在经济、粮食、给养都非常困难”。据中共估计,“开战到现在，广东的军队最少损失了三 

分之二，当时广东军有二十万，但现在不够三分之一”，而余汉谋所拥有的正规军不足2万人，而各 

地“挺进队、游击队的人数，还比余汉谋军队多”。③战争所带来的军队力量的消耗,使得军方不得 

不将目光投向了地方武装。

这一时期军方整合地方武装的形式之一，即在各地成立守备区。从1941年至1944年间，第七 

战区在各地相继成立海陆丰、惠淡、广阳、琼崖、梅蕉平浦、潮州等守备区。④1944年9月，为应对日 

军南下，第七战区又分别成立曲江（韶关）、乐（昌）仁（化）乳（源）守备区。⑤各守备区的主要职能, 

即整合挺进队、保安团等地方武装力量,纳入军队统一指挥。如乐仁乳守备区，统辖第一六O师、保 

安第三大队;广阳守备区统辖第一五六师、保安第一、九团以及挺进队第二、四、七纵队各一部。⑥ 

而各守备区指挥官，概由军方委任。以广阳守备区为例，三任指挥官王德全、彭霖生、李务滋，皆为 

余汉谋心腹势力，其他守备区，如梅蕉平浦指挥官黄任寰、乐仁守备区长官梁士骥等，亦不外如是。

军方整合地方武装的另一形式,即在各县成立后备队，于“数县或一县则设立一指挥所”，其主 

任“以在籍物望素孚之官绅为之,皆照广东省政府之后备队指挥所设立纲要办理。惟以作战关系， 

其主任仍归当地军事长官之指挥，而组训行政，则仍归省政府管辖”。⑦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1945年的统计,第七战区共设立连阳、潮属、揭阳、三罗、德庆、封川等20处团队指挥所。省府本已 

有国民兵团后备队⑧，军方于此之外复设后备队，其意图即在与省府争夺地方武装。而各地团队指 

挥所主任,多由军人充任，其中马耐园、张简蒜、陈克华、云振中、罗梓材等人，皆为余汉谋旧属或曾 

在军中担任要职，而翁照垣、谭启秀、罗睿树等人均为原十九路军将领。⑨军方属意之人任团队指 

挥所主任，自然唯军队系统之命是从,军方由此进一步掌控地方武装。

① 本文所指地方武装,既包括保安团、国民兵团等直属省府武装，也包括自卫队、壮丁队、别动队等县级以下的民间武装。 

参见《粤境封锁线，部队单位甚多指挥不一》，桂林《大公报》，1944年9月9日，第1版。

② 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军事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页。

③ 《目前形势与斗争任 ——林平在区党委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45年7月7 0）,（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广东 

省委文件）（1941—1945）,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433T34页。

④ 《程潜电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1945年5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50005/00001/006 o

⑤ 《民国广东大事记》，1944年9月，第746页。

⑥ 《广东省志•军事志》，第165—166页。

⑦ 《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1945年5月15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 

050005/00001/005o

⑧ 1939年3月、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先后颁布《国民兵组织管理教育实施纲领》及《国民兵组织管理教育实旋办法大 

纲》，规定以县（市）为单位，设立国民兵团。10月起，广东境内所有民众武装，统一编为国民兵团，下设自卫队、后备队、预备队等， 

由省府统辖。参见《各县国民兵团纷纷成立》，《香港华字日报）,1939年11月27日，第5版;《修正国民兵组织管理教育实施办法 

大纲》（1940年9月），中山市档案馆藏，中山县档案,1/A1. 6/102/1。

⑨ 《程潜电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1945年6月26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50005/00001/006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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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方除在各地设置上述两机构外,1944年6月，第七战区司令部又通令各县组织民众自卫委 

员会,由县府、国民党各党部、国民兵团等共同组成，委员会主任由军方委派，以“人不离枪、枪不离 

乡”为原则，战时由驻军指挥，以协助军队作战。①原属省府统辖的国民兵团亦由军方掌握,军方势 

力由此进一步扩展到县一级政权。

余汉谋种种举动皆被李汉魂视为军方侵夺地方权力，令李深感焦虑。1944年9月，李致电蒋 

介石，抱怨手中已无可用之兵:“职久在行间，未忘战阵，肃奸守土，责不敢辞。惟本省不特七个保 

安团无一可直接指挥,即各县之国民兵，战时亦多不能自由调遣。”他还无奈浩叹:“盖推行政令首 

须权力集中,而争取民众尤须有力保障其生活。战时军事第一，政治成为尾闾。政之所急,或为军 

之所缓，事实上，政治不得不受军事之支配。”②李将政治自嘲为“尾闾”，其心不甘于此可见一斑, 

亦突显出其尴尬的处境。以其军人个性，自然不忍受此“窝囊气”，围绕地方武装整理引发的军政 

矛盾，不可避免地要爆发了。

李汉魂此时的心境并不难理解,事实上，军人出身的他对兵权极为重视,自主粤政后,他就亟思 

控制地方武装。1939年2月，省府令各地取消游击司令部,改由行政督察专员兼任司令，自卫团由 

此纳入省府管辖。③1940年4月，李汉魂致电蒋介石，痛感“（粤）地方团队人事复杂，系统纷歧，甚 

且纪律废弛，徒生民怨。事权既未划清,省府又无健全统率之机构,不特无法运用，抑且遇事掣肘, 

阻力横生”④，希望成立一个统率全省地方军队的机构。8月底，更有实权的广东保安司令部成 

立。⑤同时,为加强保安部队力量，李汉魂相继在丰顺、曲江设立6个直属于省府掌握的保安团，至 

1941年全省保安团增至10个，“枪械装备亦极力补足” o®
不过,随着省保安部队陆续纳入战区统一指挥⑦，截至1940年7月，总计有9个团（第一至第 

九团）、4个旅（原保安团第一至第四旅,扩编为暂编第二军）相继投入抗战⑧，其力量多有消耗。加 

之1942年底，国民政府决定整理各省保安部队，规定“战区各省参战之团队,应按其战绩陆续编并 

为陆军或补充缺额”⑨，由内政部、军政部合议制定的《各省保安部队整理大纲及编制表》中显示: 

“广东参战之7个团、4个大队拟保留,9个大队并入维持治安外，其余拟酌编并陆军。”⑩按照该整 

编办法，意味着李汉魂所能掌控的保安部队力量已所剩无几。

面对愈发不利于自己的形势,李汉魂并未忍气吞声,他也针锋相对，着手筹建直属省府指挥的

（D《民众武装起来》，桂林《大公报》，1944年6月14日，第2版。

② 《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呈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1944年9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50000/ 

00001/0090

③ 《粤省军政会议确定游击自卫原则》，《申报＞,1939年2月16日，第8版。

④ 《李汉魂函蒋中正略陈广东政情弊端四项》（1940年4月1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101/ 

00036/0050

⑤ 《举行国民月会和成立全省保安司令部的意义＞（1940年9月1日），李汉魂:《李主席言论集》第1辑第3册，中国文化服 

务社广东分社1942年版，第79页。

⑥ 《李主席在本省参议会第五次大会中致词及报告》，李汉魂:《李主席言论集》第1辑第3册，第29页。

⑦ 《何应钦、徐永昌电蒋中正＞（1939年1月1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513/067 0

⑧ 《国军历届战斗序列表汇编）（1938年3月15日至1945年9月15日）第1辑，"有关第四战区各表”，台北，"国防部”作 

战参谋次长室1964年编印。转引自刘凤翰《国民党军事制度史》下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8—1009页。

⑨ 《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函国民政府文官处＞（1943年2月4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12314/00001/ 

009。

⑩ 《各省保安部队整理大纲及编制表》（时间不详），台北，"国史馆”藏，行政院档案,014/030101/0009o此案后经修改，于 

1944年2月由行政院颁布实施，参见《行政院长蒋中正呈国民政府为各省保安部队整理办法从缓实施行请备案＞（1943年6月12 

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12314/0000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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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团队。1944年9月1日，省军管区先是在罗信、龙河、连和成立3个自卫大队①，随后又命令连 

阳地方当局编练团队，共编成4个自卫大队和18个后备大队，省府同时决意大幅增加军费开支。② 

12月10日，李汉魂更是径直呈请行政院，以“省府在军事紧急或与省保安司令部无法保持联系”为 

由,希望行政院授权省府对辖区内保安部队有临时调度处置之权。经内政部、军政部复议后，予以 

照准。③

李汉魂的针锋相对，加之战争形势的发展,军政对立持续升级。战时省会韶关沦陷后，省府东 

迁至粤东龙川、平远一带,这无疑闯入东江行署、粤闽赣边区司令部属军方管辖范围。鉴于“地方 

环境复杂，困难日增”，李汉魂虽“竭尽忠诚,终难有济”。为改变这样的窘境,1945年3月2日，他 

致电蒋介石,称边区司令部直接向各县委派委员会主任，指挥各县地方武装，又命令边区“境域内 

之一切部队及民众武力,统归该行署及总部直接指挥调遣”，并感慨：“职以主席兼军区及保安司 

令,而有兵不能用,有民不能训,有匪亦无从剿,目睹敌骑纵横,益惭职守有忝o ”④
李汉魂虽颇感无奈，但并不甘心放弃对地方武装的统辖权，为此，他将矛头指向守备区。3月 

23日，他上书蒋介石，指粤闽赣边区所辖守备区部队“多属自筹给养，分子复杂，兵匪不分,走私抽 

税，视为常事”等种种弊端，其中以海陆丰守备区尤为严重，“入口棉纱一条加抽至三十万元（过去 

每月约一百二十条至一百五十条），食盐通过,抽收至七八度,苛抽所得,多饱上级私囊,下级官兵 

生活依然甚苦。至若收入之分配,则啧啧人言,不可究诘,更足增加人民反感，而为’奸党'宣传之 

口实”。⑤李汉魂所指陈守备区走私严重现象，应非虚言，据时人回忆，广阳守备区三任指挥官都有 

走运私货行为，严重者甚至还将粮食和餌矿出口资敌。⑥

除守备区弊端之外,各县自卫委员会的官僚化也成为李汉魂攻击军方的另一口实,“在边区总 

部策动及把持之地方自卫委员会已在惠潮梅各属次第成立，其主任委员及各委员悉由总部委派。 

粮饷械弹由该会自筹，组训指挥由该会负责。而各主任委员又多属地方豪强,不特自成系统，弁髦 

法令,甚且形成割据，别具野心”，造成“地方封建势力之滋长”。⑦“卵翼” “奸暴”“封建势力”等, 

字里行间无不流露李汉魂对军方的不满与怨愤。

军政之间的持续杯葛，令蒋介石颇感头痛。收到李电，蒋介石批示道:“详电余汉谋……对李 

汉魂亦似应另去一电，告以所陈困难情形,当予主持协调,惟望其本人放大气度,对人应开诚合作, 

各方贤能皆可选用，不可专重亲近。”⑧在蒋看来,广东军政不睦，军方有不当之处,省府也难辞其 

咎。蒋感到广东军政对立严重，曾于1945年4月19日电招余汉谋、香翰屏来渝面商。⑨

① 广东省档案馆编:《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史料选编》第8册,广东省档案馆1988年版，第608页。

② 朱振声编纂:《李汉魂将军日记》上集第2册，第142,145页。

③ 《释示省府行署可否调度保安团队暨辖区内行政督察专员及区保安司令行文办法》（1944年12月10日），台北，“国史 

馆”藏，行政院档案,014/000701/0071。

④ 《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呈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1945年3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50005/ 

00001/0030

⑤ 《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呈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1945年3月23 EJ）,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50005/ 

00001/0030

⑥ 麦思敬:《广阳守备区指挥部见闻》，广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5辑，“军政类”，中国文史出 

版社2008年版，第327—331页。

⑦ 《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呈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1945年3月23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50005/ 

00001/0030

⑧ 《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呈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1945年4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50005/ 

00001/0030

⑨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4月19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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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星期后，蒋介石又电余汉谋，表示“乃以中所闻，近所派委团队指挥所主任等人员甚多不 

妥”，嘱其“严令所属切戒骄纵,对于地方行政机关必须真诚尊重,和衷共济,万不可再置敌奸于不 

顾,而专以争权夺利为事，此实当前粤省亟待改善、最迫切之问题”。①针对军方在各地设置守备 

区、成立自卫委员会是否呈经中央核准问题，蒋手谕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程潜展开调查,可见蒋 

对余此举存有疑忌。

此电可能被李汉魂获悉，李趁势“追击”。5月5日，他再次致电蒋介石，恳请“明令取消各县自 

卫委员会,责职统一组训,宜接指挥地方团队及保安团队，予以绥靖或其他军事名义，负责肃剿奸 

伪，遏止乱萌。职受恩深厚，图报情殷，冒昧恳陈，不胜迫切”。②“不胜迫切”一语颇能曲尽此时李 

之心态。

面对蒋的告诫与省府对军方接踵而来的责难,5月15日，余汉谋呈复蒋介石，力加申辩:“年来 

敌寇乱窜，国军未能处处设防，自应组织民众加强自卫。忆二十八年间，汉谋曾组训粤北十县民众, 

而收粤北战胜之效。嗣以训民为省政范围，乃将案移请省政府继续普遍办理。惟数年未尝举行，致 

去年敌犯西江，各县民众皆以平时未经组训，临事乏人领导,致无法拒守而使敌如入无人之境。乃 

召集各机关会订组训方案,由省政府军管区颁布办理。未几,敌犯韶、雄，而潮、揭相继告警，广东完 

整者仅得东韩江上游及梅属之一隅”，迫不得已，军方才在民众呼吁下,令各县成立后备队。在余 

汉谋看来,政府未能做好民众组训工作,以致各地相继沦陷,军方设立指挥所也是无奈之举,且并未 

损害省府组训之权。反而是省府在“国家军政早已统一，非奉核准不得编队”情形下，“既有警卫 

团、特务营之设”，又复组连阳大队,“人员装备等于国军之一师。最近征得新兵，亦先拨充其所辖 

之团队，而置国军战后之补充于不顾”。③

军政之间围绕整理地方团队等问题,互相责难,官司都捅到顶层。侍从室陈布雷在核查相关材 

料后,亦觉问题相当严重，在其签呈蒋介石的处理预案中称,“粤省军政齟齬与’奸匪'猖獗情形,确 

已至严重阶段，恐已非文电告诫所能收效，查苏鲁冀各省实施党政军一元化之办法，如能在粤省施 

行,从人事上彻底调整，或可于刷新局面之中振发新效”④。意思就是做人事上的变更，将事权集于 

一人。不过，蒋介石暂时未采纳此一方案,对化解军政嫌隙做最后一试,仍力劝余汉谋“深体前电 

所示,对伯豪着力扶持,务使军政配合,克收杀敌肃奸之功为要”。⑤两天后,蒋也致电李汉魂，望他 

秉持“闻过自反、改正缺点之精神”，则“精诚终可感通”，否则“军政齟齬艰危日甚，粤局前途实可深 

忧”。⑥

然而，在蒋一再告诫下，李汉魂还未收手,6月2日，李汉魂再电张导民称:“东江一带，奸党， 

趁机风起，活跃非常”，望他面谒蒋介石时能“婉陈曲衷，明令取消自卫会组织”，由他直接指挥地

①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电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1945年4月26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 

050005/00001/002o

② 《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电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1945年5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50005/ 

00001/0070

③ 《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 （1945年5月15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 

050005/00001/005o

④ 《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1945年5月15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

050005/00001/005o

⑤ 《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1945年6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 

050005/00001/005o

⑥ 《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电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1945年5月17 EJ）,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50005/ 

00001/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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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团队及保安团队，并表示“如责我指挥东江军事,必能巩固龙川，进而规复河源，以配合反攻广 

州”。①李汉魂几番申告，甚至不惜与军方撕破脸皮，真意仍在攘夺余汉谋的兵权，但未获中央 

自'冃°

6月26日，奉蒋之命负责调查第七战区设置地方团队指挥所及自卫委员会一事的程潜，向 

蒋汇报称：“查该长官以兵力薄弱,饬粤省府加强地方团队力量，分区组训，有事召集，无事归农, 

用意尚可。惟如办理不善，人选不当，则流弊滋多，反适为奸伪造机会，故不可漫无限制。拟饬 

其详订实施办法呈核，并慎重人选，严行督察,总期人民于自卫范围内合理负担。如有扰民情 

形,应即严行取缔。”②这大体上肯定了军方做法其初衷尚无不妥，但在用人及办理方面需加以督 

饬改进。

收悉程潜的报告后,侍从室签拟意见如下:“此事关系该省区军政职权划分，证以余长官前呈 

谓省府数年不注意民众组训,敌奸侵入,无法抵抗,故目前不能不加强自卫组织之语,则在省府未改 

组前，恐不能有所改进。拟俟粤省府人事调整后，交由新任主席与余长官商洽彻底调整办法具 

报。”③广东军政分歧愈发严重，也使蒋意识到唯有改组粤局才是最后之策。从侍从室所签拟的意 

见看,调整方案似已定有预案,即牺牲政李而迁就军余,估计事前蒋介石已与侍从室人员多有推演, 

既然无从协调,则只能推此备案。蒋心意既决,粤府将作调整的风声自会传出，风传所及,李汉魂虽 

自谓“六年半尝尽艰辛，绝无恋栈之心,只有准备交代，并努力至最后一分钟”。④但6年多来与余 

汉谋所累积的旧怨新恨,心中必有万分不甘。为挽回颜面,8月8日，李汉魂向蒋请辞广东省府主 

席。粤省持续不断的军政对立,至此以李汉魂的黯然下台而告终。

余论

军政关系是广东抗战史研究很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无论是战前的余汉谋与吴铁城、曾 

养甫,还是战时的李汉魂与余汉谋，军政不睦、彼此颉顾,始终是其时广东军政关系的常态。当 

然，战时的军政对立不仅见诸广东，亦为当日中国政局普遍之现象,如湖北省府主席陈诚与第五 

战区司令李宗仁的矛盾⑤、浙江省府主席黄绍兹与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冲突等。⑥李汉魂就曾 

感慨:“这种两虎争山的闹剧也不独见于粤省，四处皆然，小日本所以横行于大中华，这种内订实 

为祸根。”⑦

关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军政关系，王奇生曾以“武主文从”来概括在蒋介石军治思想主导下, 

军权日益膨胀、党（政）权日趋低落这一普遍现象。⑧在“武主文从”格局之下,文人主控的省府无 

法与武人主控的战区相抗衡，以致省府主席不得不采取妥协政策，甚或被迫下台。如1939年1月，

① 《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电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1945年6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50005/ 

00001/0070

② 《程潜电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1945年6月26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50005/00001/006 o

③ 《程潜电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1945年6月26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50005/00001/0060

④ 王杰、梁川主编：《枕上梦回一李汉魂吴菊芳伉俪自传》，第95页。

⑤ 陈默:《战时地方的军、政对止——以第五战区与湖北省的关系为例》，《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3期，第23—37页。

⑥ 黄绍誠：《我与蒋介石和桂系的关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 

106 页。

⑦ 王杰、梁川主编：《枕上梦回一李汉魂吴菊芳伉俪自传》，第78页。

⑧ 王奇生:《"武主文从”背景下的多重变奏：战时国民党军队的政工与党务》，《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4期，第 

63—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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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卸任广东省府主席的吴铁城,曾对李汉魂抱怨说:“在粤年余，误于委曲求全四字，而经手所放 

之百余县长中，出自己意者只二十人。”①1943年夏,驻节陕西的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因 

与陕西省府主席熊斌在争夺地方行政权力过程中,发生激烈冲突，胡遂掀起“倒熊”政潮，并成功撵 

走熊斌,又是一例。②

值得注意的是，战时广东军政对立的态势，持续时间较长，内斗也颇为激烈。此种情势下，相较 

于他省（或前任）省主席委曲求全或更动频繁，抗战时期李汉魂主政下的广东省府,却表现得较为 

强势，且能与军方抗衡近7年之久，这在抗战时期实行军政分治的省份中，实不多见。③

与黄绍就;（浙江）、沈鸿烈（山东）、吴铁城（广东）等文官出身的省主席不同，李汉魂是一纯粹 

军事将领。他早年毕业于广东陆军小学、保定军校，接受过完整而系统的军事训练。后长期在粤军 

任职,相继参加北伐、蒋桂战争,兰封和南潯会战,表现出一定的军事才能,侍从室对其就有“（李汉 

魂）性刚强,仪态整肃严于治军，勇于作战，有将才”的评价。④

军人出身的经历，使得李汉魂“将军人的作风带进了广东省国民党政府”,他不仅“要求各级官 

员不仅要重视道德修养教育”，而且“要铲除官僚习气,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迅速建立适 

应广东抗战需要的战时体制”。⑤在处理与军方的关系上,李汉魂亦有军人思维，最重兵权。他深 

知兵权是政权的基石，一旦失去兵权,其在粤地位便会不保。因此,他主政之初，“几费周折，始将 

地方武力（自卫团、游击队等）”⑥,纳入省府统辖，他还肆力扩充省保安部队力量，以增强省府 

实力。

当然，这一时期最令军方忌惮的是驻扎广东、属李汉魂嫡系军队的第六十四军。1932年6月， 

李汉魂出任粤西北区绥靖委员时,兼任独立第三师师长，六十四军即由该师逐步扩充而成。⑦全面 

抗战爆发后,李率六十四军转战大江南北，先后取得罗王磐、万家岭大捷，屡建战功,李也凭此擢升 

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十九军团长。1939年3月，李辞去军职，专理政务，将六十四军畀其心 

腹邓龙光统辖。李、邓为高州同乡，又是世交,故两人常以兄弟相称。⑧李主粤初期,邓率六十四军 

驻节西江（1940年后参加桂南会战,后调回西江），并升任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始终与李遥相呼 

应，“不归余汉谋指挥，直接受第四战区张发奎调遣”⑨，成为李主粤时能与军方相抗衡的武力基础。

除拥有嫡系军队外，李汉魂所掌控的党政势力也不容小觑。他上台伊始,就极欲排除军方对省 

政的干涉，大量撤换吴铁城时代由军方势力出任的县长，更是放言:“至若县长予固欢迎介绍,但用 

否之权在我,我要九十余县长个个都由我衷心放出。”⑩为厚植在粤根基,他又相继举办县政人员训 

练所、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所，分批训练各级干部，单是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所，就“收集一千二百余之

① 朱振声编纂:《李汉魂将军日记》上集第1册,1939年1月2日，第239页。

② 汪德春:《黄埔名将胡宗南》，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165—167页。

③ 战时与之相似的情况，还有陈诚的湖北省政府与李宗仁的第五战区。陈诚属蒋介石嫡系，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面对"桂 

系化”的第五战区，在地方人事、军粮征集等方面处处压制湖北省政府，陈诚也针锋相对，毫不退让，因此，第五战区也无法全然占 

据上风。

④ 《李汉魂卷》，台北，“国史馆”藏，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档案,129000101827Ao

⑤ 郑泽隆:《军人从政——抗日战争时期的李汉魂》，第419页。

⑥ 《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呈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1945年3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50005/ 

00001/0030

⑦ 何君硕:《国民党六十四军史略》，《端州文史资料》第2辑，肇庆市端州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8年编印，第27 

页。

⑧ 《李汉魂卷》，台北，“国史馆”藏，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档案,129000101827Ao

⑨ 谢韬：《李汉魂侧记》，《东山文史资料》第2辑，广州市东山区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1992年编印，第132页。

⑩ 朱振声编纂:《李汉魂将军日记》上集第2册,1939年1月2日，第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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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待结业后，分配至各地任用。①

1939年3月，李汉魂兼任省党部主委后,为获得党部实权,做法如出一辙，据时人回忆:“李汉 

魂任用幕僚，最重历史地理关系,只有跟他工作日子久,或者是南路人，才敢引为心腹。”②在党务人 

事上，他采取“关门主义，非其亲信绝不予以工作机会”③，尤其重用高州人士，排斥“奋发前进之青 

年同志”④，并以“以省干训团为中心，利用各县训所教育长监视县书记长。时有密报，近来党部派 

任之县书记长,十之八九为干训团人物,此所谓’南路派'也”。⑤通过上述种种举措,李汉魂巩固 

了在粤统治基础，维持了其独立自主地位，并赢得可与军方相抗衡的“政治资本”。⑥

抗战后期广东军政矛盾,始终难以调和，除与政李军人出身密不可分外，李、余两人之间各自渊 

源不同，则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如前文所述，李、余分属粤军内部不同分支，李氏属张发奎系骨干, 

余氏则长期追随陈济棠。在粤军绵延的派系纷争中,张发奎系统与陈济棠系统斗争多年,20世纪 

20年代第四军掀起两次所谓“护党”运动,皆曾与陈济棠所部惨烈交火,其时李、余两人都是亲历 

者，对此自然也耿耿于怀。全面抗战爆发后，李汉魂率部北上抗日，第四路军内旧四军系将领中，以 

邓龙光部实力最为雄厚，对此，余汉谋始终存有戒心,并时思削弱其势力。

1938年9月，余汉谋为“清理部队各级官长，以便确实掌有,故排挤邓龙光，而更动八十三军 

人事”。⑦他欲将八十三军军长邓龙光,调充至李汉魂所属第二十九军团，但不允邓带兵前往,而 

委其心腹莫希德继任八十三军军长⑧，此举即意在割裂邓部。洞晓其中真意的李汉魂，随即致电 

蒋介石，表示反对，称“倘邓军长率属前来作战,可增任何名义，俱无问题，窃单独调充副席，似无 

必要”。⑨余又拟保升亲信独立第九旅旅长张简蒜，出任一五六师师长。该师系两广“六一事 

变”时，“邓龙光及各干部出生入死，挣扎出来”，向属李汉魂所部建制。对此,李亦认为不妥，并 

指责张与“部下恶感甚深”，在“统一告成,邓龙光奉命回任”后，张竟卷走该师“公积万余元”，且 

“未经战阵，如调升该师，不特部属瓦解，尤必不能任职”⑩，力主由嫡系一五四师副师长陈文升 

充任。⑪
李汉魂的请求，令蒋介石颇感为难。就在此时，明晰内情、同为旧四军系袍泽的薛岳，以江西战 

情紧急为由,请调邓部来赣参战。薛虽一再强调“纯为作战请求，绝不是为私人方便”⑫，但薛、邓二 

人同属张发奎系的渊源,薛所为即在帮助邓所部免为余汉谋割裂的命运。在此情形下，蒋也顺水推

① 李汉魂:《八个月来广东省政之设旋》，广东省政府秘书处编译室1939年编印，第3页。

② 陈榕亮:《李汉魂时期的广东党务》，《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3辑，第36页。

③ 《许尔功报告粤省党部人事》（1943年3月19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广东党务：李汉魂 

任主委时期：人事,301/01/06/039,第70页。以下所引朱家骅档案不再一一注明藏所。

④ 《缪培基致朱家骅函）（1939年10月4日），朱家骅档案，广东党务:李汉魂任主委时期:人事,301/01/06/039,第38页。

⑤ 《广东之人事》（时间不详），朱家骅档案，广东党务:李汉魂任主委时期:人事,301/01/06/039,第91页。

⑥ 对李偏用私人做法，中共方面观察：李汉魂"仍处处用私人、老人、旧四军系人。广东地方上的人已颇为中央不满，致中央 

原欲在张、李方面安插些人，都少成绩。”参见《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报告——抗日战争发展、各政治派别关系、党的工作》（1940年 

4月23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南委广东省委文件）（1940年），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154—155 
页。蒋之侍从室对其有“惟用人则喜阿谀之士”的评价，参见《李汉魂卷》，台北，“国史馆”藏，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档案， 

129000101827Ao李也自承:“人事处理之未能尽当，各方贤能之未尽登庸，此实咎无可辞。”参见《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电军事委 

员会委员长蒋中正）（1945年6月16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50005/00001/008 o

⑦ 《薛岳电蒋中正）（1938年9月2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503/012 o

⑧ 《陈诚电蒋中正＞（1938年9月2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503/011 o

⑨ 《李汉魂呈蒋中正＞ （1938年9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502/134 o

⑩ 《李汉魂呈蒋中正＞ （1938年9月19 EJ）,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502/134 o

⑪ 《陈诚电蒋中正）（1938年9月2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503/011 o

⑫ 《薛岳电蒋中正＞（1939年9月2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285/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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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听从薛建议，将莫希德升任军长、令邓率一五六师编为一军赴赣参战①，也算是对余、李各有 

交代。

经此风潮，余削弱邓部的企图并未达到。不过，余汉谋并不甘心。1941年，邓龙光率六十四军 

回粤驻防西江，归入第七战区统辖后，余对其驻防地域、军队人数等,处处设限，有意割裂。据邓向 

蒋报告:“惟遵照战区部署,事实上职所能掌握者只六十四军之两师及暂二军之一旅，而该旅且定 

务须控制于四会附近，不能活用。就两军言,暂二军之预六师自奉命归入该军建制迄今，已逾一年, 

始终远戍汕、潮,屡请调整，未蒙核准。今暂七师之一旅又割离四会,该军军长邹洪所能直接掌握者 

只一师一旅，六十四军之一五五师奉命开赴高、雷专任守备，该军亦不能完整”，此举令邓深感不 

满:“实使本集团无论攻防，抑或服行其他任务,力量均感薄弱”。②余汉谋将矛头直指邓龙光部,其 

真意即在削弱李汉魂在粤势力，从而在军政较量中不落下风。

余、李同出自粤军，在广东抗日战场上本应摒弃分歧、携手并肩抗战,但由于横亘军系壁垒，加 

之粤军内部团体畛域之分，根深蒂固，造成广东军政之间始终共信不立、互信难生，这较之于当日中 

国政局来说,实在是一略显特殊且难解的现象。李汉魂在缕陈其战时主粤经验时，曾写下这样一段 

话:“军政每难切实合作，双方高级对此固宜负责，部下则不免抵触较多。盖以彼此状况及利害立 

场，每有不同,主张不免各异,结果殆为双方损失,要在上下相互谅解，原则迳自决之,庶同获久安而 

终归共济也。”③这段后见之明，或许是对广东军政分歧能否得以化解的一个不错的反思。不过，民 

国时代的这类政要，往往都是事后诸葛，下台失势，才会变得清楚明白一点，讲话也平和了许多，不 

似还在台上的时候,一个个斗得难解难分、你死我活，把领军和主政当成为个人和小集团争权谋利 

的工具。

〔作者王英俊，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马晓娟）

① 《薛岳电蒋中正）（1938年9月2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503/012。

② 《七战区余汉谋军事情报及作战计划等文电）（1941年5月13 EJ）,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防部史政局和战史编纂委 

员会档案，七八七/4653。

③ 康普华主编：《李汉魂将军文集》上册，中国社会出版社2015年版，第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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